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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我国农民工总
量达到 28652 万人， 比上年增加 481 万人， 增长
1.7%[1]，大量农民工从传统乡土社会进入到现代城
市社会，生活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个人都面临
着重新建立自身认同的过程。 2017 年农民工监测
报告显示， 农民工普遍遭遇身份认同危机， 只有
38%的人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1]。 研
究表明，许多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处于模糊状态，成
为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人 [2][3][4][5]。 不仅农民工自
身的身份认同模糊，而且其子女也有类似特征，有
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子女认为自己是“外来人”的
占 28.8%，“说不清楚”自己是哪里人的占 46.5%[6]，
说明有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子女的身份认同处于模
糊状态， 这种状况使得农民工及其子女难以融入
到城市当中。
布劳认为， 流动的人不能简单地抛弃旧有的
角色属性和角色关系， 但他们如果不接受和建立
新的角色属性，就不能适应他们的新位置 [7]。 社会
认同对于个人融入社会，维护个人的本体性安全，
防止本体性焦虑， 确立生活和道德的方向感等均
有重要作用 [8]；农民工一旦形成“游民化”的社会认
同, 就意味着他们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
外,就会产生边缘化感觉和意识,难以回归到主流社
会[2]。 身份认同既是集体暴力事件的结构性条件，又
是其重要的动员因素 [9]，由于难以完成一个完整的
身份认同的循环历程， 农民工容易产生愤怒和怨
恨的情绪， 并卷入各种针对资本的集体行动中[10]。
所以， 身份认同对于农民工群体本身以及整个社
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只有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
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认为自己是当地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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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才真正融入到流入地的主流社会， 有学者认
为，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是流动人口完全融入城市社
会的标志[11]，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12]，因
此研究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社
会质量理论入手， 聚焦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工身
份认同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认同由英文 identity 翻译而来，意为相同或一
致。 认同最初受到心理学家的关注。 埃里克森提出
认同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
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
的认可的内在自信[13]。 后来，认同概念逐渐扩展到
社会学领域，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
建立起来的社会认同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 社会
学所探讨的社会认同主要是指个人对自己从属于
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 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个人
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14]。
近年来，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得到国内学
者关注，研究视角包括社会制度、家庭、社会网络、
消费、空间以及社会距离等等。 社会制度是学者首
先关注的因素。 陈映芳指出， 农民工作为一个与
“农民”和“城市居民”并存的身份类别，是由制度
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15]。 刘传江、程建林
提出了双重“户籍墙”观点，显性与隐性户籍墙的
共同作用不断强化着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对于任
何移民， 家庭在其迁移过程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角色，家庭因素不仅对个人是否迁移产生影响，
而且还影响着个人在迁移后的身份认同[16]。史学斌
和熊洁的研究发现，住房性质、家庭月收入以及本
地亲戚等因素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重要影响[17]。
史毅的研究发现， 流动人口的家庭团聚也是影响
其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18]。 作为社会人，每
个人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所以社会网络对身
份认同具有较大影响。 蔡禾和曹志刚的研究发现，
新生的社会网络可以增进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19]。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 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
络会限制农民工的交往范围， 阻碍农民工对城市
的认同与归属[11]。 消费既是用于建构认同的“原材
料”,又是认同表达的符号和象征[20]。 消费成为农民
工追求身份认同的手段， 新生代打工妹通过消费
可以摆脱原有身份的制约， 追求更平等的身份[21]。
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炫耀性消费行为来建构新的社
会认同和融入城市生活[22]，或者通过模仿市民的消
费方式来加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23]。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空间
转向”，空间不再只被视为一个地理概念，而且还
体现和建构着社会关系， 空间对个人的身份认同
也有一定影响。 赵晔琴认为，“农民工”聚居区成为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 不断强化着农
民工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24]。潘泽泉和何倩的研究
发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距离越近，越
有可能认同自己是城市人[25]。本文作者使用国家卫
计委的数据研究发现， 拥有住房产权有利于增加
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居住的区位越靠
近市区，越有利于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与
农民工聚居形式相比， 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混
合社区更有利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26]。社会距离与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呈负相关系， 即随着社会距离
的降低， 农民工对于城市人身份的认同程度会不
断升高。 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
距离越小，农民工就越认为自己是城里人[27][28]。
（二）社会经济保障及其相关研究
社会经济保障概念源于社会质量理论。 社会
质量指的是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
条件下,能够参与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 [29]。 社会
质量强调人的社会性， 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处于集
体认同与自我实现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之中。 社
会质量包括四个条件性因素，即社会经济保障、社
会团结、 社会包容与社会赋权。 根据社会质量理
论， 社会经济保障要求社会保护支持下的高质量
的有偿就业， 以此来保护人们的生活水准和获得
各种资源，包括收入、教育、医疗保健、社会服务、
环境、公共健康以及个人安全等；社会凝聚指的是
社会关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共享的认同、价
值观和规范； 社会包容是指人们能够接近并被整
合进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社会制度及社会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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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社会赋权指的是个人的力量和能力在何种
程度上通过社会关系发挥出来， 社会关系能在何
种程度上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 社会质量关注一
个“好的”社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其中社会经济
保障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较大影响。 已有研究
表明， 社会经济保障可以增强城市居民的创新意
识 [30]，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发展满意度 [31]，增加居
民的幸福感[32]。
社会经济保障与社会保障都是用来衡量人们
的福利获得情况的概念，二者之间虽有相似性，但
也存在较大不同。 在中国大陆，社会保障概念具有
很大的伸缩性，有的研究虽然采用社会保障概念，
但内容只包括社会保险， 实质上是将社会保障等
同于社会保险，造成社会保障概念过于狭窄。 有的
研究则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混淆在一起， 导致
社会保障概念过于宽泛。 相比而言，社会经济保障
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比社会保障更加丰富， 涉及的
范围更加广泛， 同时社会经济保障具有较为明确
的测量指标体系，因此，本文采用社会质量理论中
的社会经济保障概念， 探索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
工身份认同的影响， 以期对推进社会政策理论研
究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实践有所贡献。
（三）社会经济保障与身份认同
工作和收入是农民工在城市落脚的基础，收
入可以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33][34]。 近年来，农民
工迁移出现了家庭化的趋势， 家庭的收入对农民
工身份认同的影响逐渐凸显。 研究发现，家庭月收
入与 个 人 月 收 入 对 农 民 工 身 份 认 同 具 有 积 极 作
用，且家庭收入的作用更突出[17]。 农民工在城市中
处于边缘地位， 加之自身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
比较薄弱，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对
于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 如果遇到权益
受损的情况， 劳动合同可以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合
法利益，从而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 整体而言，
农民工的职业等级处于较低层次， 这与他们的人
力资本水平较低有关，通过职业培训，可以有效提
升他们的技能水平，适应激烈的竞争，最终在城市
中立足并实现社会流动[35]。
如果在城市中拥有自己的住房， 农民工就可
能凭着住房产权获得城市户口，实现身份转变。 拥
有住房产权能在心理上减少农民工的漂泊感，增
强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 谢若登指出，资产具有促
进家庭稳定、 创造未来取向以及增加个人效能等
一系列福利效应 [36]，而住房作为一种不动产，同样
具有这些效应。 拥有住房所有权可以使农民工在
城市中不断积累财富，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扩
大交际范围，从而逐渐认同本地人身份，最终融入
城市。 居住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的生
活质量。 较大的居住面积和良好的居住设施意味
着较高的生活水平， 可以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对城
市的认同。
与城市居民相比， 农民工更多从事脏乱差的
工作，在工作中面临的风险也更多，因此，参加社
会保险， 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对于应对生
活中的风险而言至关重要。 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
保险可以降低农民工离职意愿[37]，有助于增加他们
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使其更加认同城市人身份。
商业保险反映了个人通过市场获得的保障， 如果
农民工能够拥有商业保险， 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强
的经济实力留在城市中， 对其城市人身份认同也
会有积极作用。
对于举家迁移的农民工， 如果其子女能够享
受到与市民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那么一方面
会促进农民工在城市更稳定地居住和生活； 另一
方面， 获得比农村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也为农民
工子女实现社会流动提供了保障， 因此子女受教
育机会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也有较大影响。
以 上 4 个 方 面 即 为 社 会 经 济 保 障 的 核 心 内
容，也是本研究拟考察的核心变量。 本研究假设以
上 4 个方面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均有影响。
三、数据来源、变量操作化
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
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课题。 课题组于
2016 年 1~3 月在厦门、苏州、深圳、东莞等地展开
大规模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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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上且年龄在 15~64 岁的农民工。 由于难以找
到完整的抽样框， 本研究采取配额抽样方法进行
抽样。 首先按照城市配额，每个城市的样本数不少
于 300；其次按照性别配额，尽可能保证男女比例
均衡；最后按照职业配额，根据 2015 年农民工监
测 调 查 报 告 ， 农 民 工 中 以 受 雇 方 式 就 业 者 占
83.4%，就业行业分布以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38]。根
据这一数据， 课题组按照企业问卷数量与社区问
卷数量 4:1 的比例发放问卷。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1370 份，回收 1350 份，有效问卷 1291 份。
（二）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对自己属于
某一社会范畴或群体的自我意识及对其价值观念
与行为模式的认可， 是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
位、位置、角色、形象和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的接受
程度[20]。 本文用“您觉得自己是所在地城市的一员
吗”一题来测量身份认同，回答“是”赋值为 1，回答
“否”或“说不清楚”赋值为 0。
2.自变量：社会经济保障
根据社会质量理论， 本研究将社会经济保障
分为经济资源与就业、住房与环境、社会保险和教
育 4 个方面。
（1）经济资源与就业包括家庭收支状况、个人
收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参加职业培训。 个
人收入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年收入来获得， 由于收
入呈偏态分布，所以对收入取对数。 家庭收支通过
询问被调查者过去一年中家庭的收支平衡状况来
测量，答案包括“要借款”、“需动用储蓄”、“收支相
抵”、“有余款储蓄”，分别赋值为 1~4。 劳动合同用
“您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一题来测量，“签
了”赋值为 1，“没签”和“不需要签”赋值为 0。 职业
培训用“在过去三年中，您有没有参加过职业培训
或拜师学艺”一题来测量，“有”赋值为 1，“没有”赋
值为 0。
（2）住房与环境用住房产权、住房面积和住房
周围设施测量。 本文将“自购房”视为有住房产权
并赋值为 1，“出租房”、“单位宿舍、寄住亲友家、寄
住雇主家”、“单位工棚或自搭简易住房”以及“其
他”视为无住房产权，赋值为 0。 住房面积通过“您
目前的住房面积大约是 ___ 平方米”一题来获得。
住房周围设施的计算方法是询问调查对象住所周
边是否有以下设施：诊所/药店、小学/中学、公共交
通站点、超市/便利店、银行/ATM 机、公园/绿地/广
场、正规医院、社区图书馆/图书室。对每一类设施，
“有”记为 1，“没有”记为 0，然后将 8 个项目的得
分相加。
（3）社会保险用 “您所在企业（或单位）有没有
给您买保险”、“您自己有没有购买商业保险”这两
个问题来测量，“有”赋值为 1，“没有”赋值为 0。
（4）教育用“您孩子在哪上学”来测量，在“公
办学校”赋值为 1，“在民办学校”或“在老家上学”
赋值为 0。
（三）研究方法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 所以本文采用二元
逻辑斯 蒂回归 分析方 法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
on）。 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可以分析因变量在各
个类别之间发生转变的概率， 即在控制其他自变
量的情况下， 可以对某一特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四、研究发现
（一）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描述性分析
表 1 展示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描述性分析
结果。 总体来看，有 32.7%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
市一员，67.3%的农民工则持有相反的观点， 这说
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度并不高。 已有研究也有类
似发现， 蔡禾和曹志刚通过对珠三角农民工的调
查发现，51.7%的农民工并不认同 “自己属于这个
城市”[19]； 国家卫计委 2014 年的数据显示， 只有
2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本地人。以上研究和调查
涉及不同的城市和区域，虽然数据存在差异，但是
农民工对于流入地城市的认同程度较低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
就 控 制 变 量 而 言 ， 在 性 别 方 面， 男 性 中 有
39.6%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女性的比例为
32.2%，略低于男性。 在年龄方面，农民工年龄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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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认为自己是所在地一员的比例越低，新生代农
民工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比例要高于老一代农民
工。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总体来看，受教育程度越
高，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比例越高；具体而言，
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
及以上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一员的比例分别
是 18.8%、33.9%、33.4%、38.2%。 从居住时间来看，
呈现出居住时间越长， 认同本地人身份的比例越
高的特点。 此外，没有伴侣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
市 一 员 的 比 例 为 35%， 略 高 于 有 伴 侣 的 农 民 工
（31.9%）。
在个人收入方面， 农民工的收入主要集中在
1000~5000 元之间；农民工对于所在城市的认同的
比例也基本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升。 从家庭收支
状况来看，农民工的家庭收支状况并不是很好，整
个 家 庭 能 够 实 现 有 余 款 储 蓄 的 农 民 工 大 约 占
35%；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本地
人 的 比 例 分 别 是 33.1%、28.7%、31.9%、34.9%，彼
此之间相差不大。 签订劳动合同与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的农民工认同本地人身份的比例差别不大，
两者分别为 33.4%和 31.8%。 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
工的比重依然较低， 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中有
41.2%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而没有参加职
业培训的农民工只有 27.8%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
的一员。
在商业保险方面， 农民工拥有商业保险的比
例非常低（12%），拥有商业保险的农民工认为自己
是城市一员的比例是 48.4%，没有商业保险的农民
工则为 30.1%。拥有城市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数量远
多于没有城市社会保险的农民工， 但二者在认同
城市一员身份比例上差别不大。
在住房产权方面， 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中
有 59.2%的人认同本地人身份，没有住房产权的农
民工只有 30.5%，两者相差达 28.7%。 就居住面积
而言，农民工的居住面积普遍比较小，居住面积低
于 20 平方米的农民工的比例达到 53.4%； 居住面
积越大，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比例越高。
农民工住所周边的居住设施越多， 农民工认为自
己是城市一员的比例越高，住所周边设施 0~4 项、
4~6 项以及 6~8 项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所在城市
一员的比例分别为 20.9%、29.3%和 39.1%。
在子女受教育方面， 子女在公办学校上学的
农民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53.1%）认同本地人身
份， 而子女不在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只有 27.4%，两
者差距明显。
表 1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描述性分析
自变量
身份认同
不是城市一员（%） 是城市一员（%）
全体农民工（1243） 67.3 32.7
控制
变量
性别
0=女性（625） 67.8 32.2
1=男性（599） 66.4 39.6
年龄
1=16~26 岁（401） 64.8 35.2
2=26~44 岁（702） 68.4 31.6
3=45 岁及以上（138） 68.8 31.2
受教育
程度
1=小学及以下（112） 81.3 18.8
2=初中（496） 66.1 33.9
3=高中/中专（452） 66.6 33.4
4=大专及以上（165） 61.8 38.2
有无
伴侣
0=无伴侣（371） 65.0 35.0
1=有伴侣（852） 68.1 31.9
居住
时间
1=1 年及以下（206） 75.7 24.3
2=1~3 年（258） 67.8 32.2
3=3~5 年（184） 72.8 27.2
4=5~10 年（324） 66.0 34.0
5=10 年以上（251） 59.0 41.0
经济
资源
与就
业
个人月
收入
1=1000 元及以下（37） 64.9 35.1
2=1000~3000 元（644） 71.4 28.6
3=3000~5000 元（459） 63.4 36.6
4=5000 元以上（82） 56.1 43.9
家庭收
支状况
1=要借款（121） 66.9 33.1
2=需要动用储蓄（108） 71.3 28.7
3=收支相抵（540） 68.9 31.9
4=有余款储蓄（436） 65.1 34.9
劳动
合同
0=未签订劳动合同（330） 68.2 31.8
1=签订劳动合同（875） 66.6 33.4
职业
培训
0=没有职业培训（752） 72.2 27.8
1=有职业培训（452） 58.8 41.2
社会
保险
商业
保险
0=无商业保险（1074） 69.5 30.5
1=有商业保险（157） 51.6 48.4
城市社
会保险
0=无城市社会保险（362） 69.9 30.1
1=有城市社会保险（772） 65.8 34.2
住房
与环
境
住房
产权
0=无住房产权（1145） 69.5 30.5
1=有住房产权（98） 40.8 59.2
居住
面积
1=10 平方米及以下（202） 70.8 29.2
2=10~20 平方米（414） 72.5 27.5
3=20~40 平方米（237） 69.6 30.4
4=40 平方米及以上（301） 56.8 43.2
居住
设施
1=0~4 项（215） 79.1 20.9
2=4~6 项（403） 70.7 29.3
3=6~8 项（553） 60.9 39.1
教育
子女受
教育
0=不在公办学校（536） 72.6 27.4
1=在公办学校（147） 46.9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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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经济保障的不同维度对
身份认同的作用，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依次
将不同的自变量放入模型。 本文建立了 4 个模型，
依次放入经济资源与就业、社会保险、住房与环境
和教育 4 个维度的变量，结果见表 2。 分析显示，4
个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本文接下来主要报告不同
变量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回归结果。
在模型 1 中，除了放入控制变量之外，还加入
了个人月收入对数、家庭收支状况、劳动合同、职
业培训 4 个变量，通过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只有职
业培训这一变量具有统计显著性， 即相对于没有
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 参与职业培训的农民工
认同自己是城市人的可能性要高 77.2%。个人月收
入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与一些研究发现相同 [3][34][39]。 这可能是因为客观
经济地位并不影响农民工的身份意识， 真正产生
影响的是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对自己地位
的感知 [3]。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如果与留在农村的
人相比，其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
会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如果与城市居民相比，
他们会发现彼此之间差距较大， 这样就会降低他
们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 所以，农民工对于自身收
入与所选择的参照群体的主观比较才真正对他们
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 家庭收支状况对于农民工
的身份认同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目前，农民
工 的 迁 移 呈 现 家 庭 化 趋 势 ， 本 研 究 数 据 显 示 ，
90.3%的农民工至少与一位家庭成员居住在一起。
家庭的经济状况对于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尤其是
实现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发现，家庭收入
能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 [40][41]，增强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17][42]。 本研究的结论之所以与这
些结论不一致，可能存在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本
研究对于家庭收支状况测量只包括“要借款”、“需
动用储蓄”、“收支相抵”、“有余款储蓄”四类，与用
家庭收入来测量相比，获得的信息较少；第二，家
庭收支状况对于身份认同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影响
机制， 即家庭收支状况可能通过其他变量来影响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内容。 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效应也
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与一些研究结论并不一致[43]。
从理论上来看， 劳动合同能够增加农民工的就业
稳定性，确保其获得稳定持续的收入，同时也可以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从而提升农民工的身份
认同[42][44]。 在本研究中，有 80.2%（包括个体工商户
在内）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虽然劳动合同的
覆盖率很高，但在遇到侵权事件时，由于农民工自
身的维权意识比较薄弱， 加之通过劳动合同维护
自身权益需要耗费较多的财力和物力， 许多农民
工不得不选择放弃， 劳动合同在实践中的作用相
对有限。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城市社会保
险和商业保险变量，通过模型结果可以发现，职业
培训变量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 并且回归系数变
化不大。 商业保险变量具有统计显著性，购买商业
保险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可能性要比
没有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民工高 115.8%。 在城市社
会保险方面， 与没有购买城市社会保险的农民工
相比， 购买城市社会保险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
市一员的可能性要增加 46.3%，但是不具有统计显
著性，这与目前一些研究结论不同 [42][43]。 本研究的
数据显示， 只有 67.6%的农民工购买了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覆盖率相对较低， 造成研究结果不具有
统计显著性。 另外，城市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
工伤、生育保险等不同种类，而本研究只是从整体
上予以讨论， 分开讨论不同类型社会保险对于农
民工身份认同的作用可能会有不同发现。
模型 3 进一步加入了住房产权、 住房面积和
住房周边设施 3 个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职业培训
和商业保险变量依然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新加入
的 3 个变量中， 住房产权和住房周边设施具有统
计显著性。 具体而言，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更有
可能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 其可能性是没有住
房产权的农民工的 3.94 倍， 这与相关的研究结论
一致[34][45]。 住房周边设施越齐全，农民工越有可能
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 住房周边设施每增加 1
单位， 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可能性就增
加 16.3%， 这可能是因为住房周围设施越齐全，意
味着农民工更有可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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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进而提升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居住面积不具
有统计显著性。 一般而言，居住面积越大，意味着
农民工的经济实力越强，越有能力留在城市中。 从
消费的角度来看，居住面积越大，表明农民工在住
房消费中的投入越大， 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住房
消费越多， 越有可能认为自己处于较高的阶层[46]，
这有助于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也
使得农民工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城市一员。 本研
究数据显示， 租房和拥有自购房的农民工的人均
居住面积仅为 10.76 平方米，明显低于全国进城农
民工的平均水平（19.4 平方米），因此，农民工的居
住面积普遍较小可能使研究结果不具有统计显著
性。
模型 4 则是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子女受教
育变量。 可以发现，子女在公办学校上学对于农民
工的身份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 即子女在公办学
校上学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可能性是
子 女 在 私 立 学 校 或 在 老 家 上 学 的 农 民 工 的 2.14
倍。 在模型 4 中，职业培训、商业保险、住房产权和
住房周边设施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 并且回归系
数变化很小， 说明这些变量是影响农民工身份认
同的重要因素。
在控制变量方面， 只有居住时间在模型 1 和
模型 2 中具有统计显著性， 其他的研究也有类似
结论[18][34]。 一般而言，居住时间越长，农民工更有可
能积累较多的财富并建立新的社会网络， 有能力
并且有意愿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 另外，居住时间
的增长， 意味着农民工逐渐适应城市的文化和生
活方式，逐渐习得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从而更加
认可自己是城市一员。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
有无伴侣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需要说明的是，关
于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
的作用，目前的研究结论差别较大，甚至存在相反
结论。 比如，有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认同本
地人身份 [17][47]，有的则发现男性对于本地人身份的
认同度要低于女性 [25]；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两者之
间并不存在差异[18][43]。 由于这些变量不是本研究关
注的焦点，所以不详细展开分析。
表 2 农民工身份认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
注：！ p< 0.1；＊p<0.05；＊＊p<0.01；＊＊＊p<0.001。
参照组：a.女性，b.没有伴侣， c.没有签订劳动合同，d.
未接受职业培训，e. 没有购买城市社会保险，f. 没有购买
商业保险，g. 没有住房产权，h.子女不在公办学校上学。
五、研究结论及讨论
本文基于社会质量视角，采用定量分析方法，
探讨了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工身份认同之间的关
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 参加职业培训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身
份认同。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而言，参加职业培训是
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 因为参加职业培训可
以提高农民工的技术水平， 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
场的竞争力，帮助其获得较好的工作，使他们有能
力留在城市中。 个人收入和家庭收支状况并没有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β Exp（β） β Exp（β） β Exp（β） β Exp（β）
男性 a -.084 .919 -.075 .928 .007 1.007 .073 1.076
年龄 .013 1.013 .008 1.008 .011 1.011 .004 1.004
有伴侣 b -.091 .913 .006 1.006 .068 1.070 .083 1.086
受教育年限 .043 1.044 .019 1.019 -.012 .989 -.011 .989
居住时间 .045 1.046 .042 1.043＊ .023 1.023 .010 1.010
经济资源与就业
个人月收入
对数
-.150 .861 -.314 .731 -.411 .663 -.387 .679
家庭收支
状况
.220 1.246 .156 1.168 .250 1.284 .273 1.313
签订劳动
合同 c
-.182 .834 -.417 .659 -.492 .611 -.510 .600
参加职业
培训 d
.572＊＊ 1.772 .506＊ 1.659 .521＊ 1.683 .462＊ 1.588
社会保险
在城市购买
社会保险 e
.381 1.463 .321 1.378 .262 1.299
购买商业
保险 f
.769＊＊ 2.158 .547＊ 1.729 .490! 1.632
住房与环境
住房产权 g 1.371＊＊ 3.940 1.299＊＊ 3.418
住房面积 -.002 .998 -.004 .996
住房周边
设施
.151＊ 1.163 .149＊ 1.161
教育
子女在公办
学校上学 h
.761＊＊ 2.140
常数 -1.501 .223 .207 1.230 .066 1.069 .075 1.078
样本量 1089 992 892 500
-2LL 619.507 609.166 588.070 579.872
Nagelkerke R
方
.051 .079 .133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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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 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虽然收入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基础，但
是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 只是基于经济
人的假设， 单纯地增加农民工收入并不能真正提
升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促进身份认同，实现农民工
市民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社会经济保障是实现
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基础，我们
需要在广义的社会经济保障概念下进行更深入的
探讨，超越“生存—经济”的叙事模式[48]。
第二， 购买商业保险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身
份认同。 能够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民工经济实力较
强，比其他农民工更有能力留在城市中。 此外，拥
有商业保险意味着在遇到困难时多了一份保障，
有助于增强农民工留在城市的信心， 从而促进他
们的身份认同。 城市社会保险对于农民工的身份
认同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马歇尔的市民权理
论中，社会权利在市民身份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
社会权利是指一系列从少量经济福利及保障到充
分分享社会传统与由社会呈现出的文明生活标准
的权利[49]。 社会保险是社会权利的重要体现，对于
农民工而言，当他们面临工伤、疾病等风险时，城
市社会保险可以增加他们应对这些风险的能力。
另外， 拥有城市社会保险体现了城市社会对于农
民工的接纳， 意味着农民工在形式上获得了与城
市居民平等的权利，具有重要的符号价值。 但是在
本研究中城市社会保险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
中原因需要未来进一步探讨。
第三， 拥有住房产权和良好的住房周围设施
可以增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这是因为在中国文
化语境中，住房对任何一个人，包括农民工，都是
非常重要的， 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意味着在城市
中拥有立足之地，意味着生活的安稳。 但是仍然需
要注意， 拥有住房产权并不一定能够自动实现身
份认同，还要考虑到住房周围设施状况等因素。 住
房周围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公共服务的
供给状况， 良好的基础设施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多
的公共服务， 这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对城市政府的
满意度，进而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
第四， 子女在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可以促进农
民工的身份认同。 目前许多城市对于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入学都采取积分制， 按照积分高低来确定
子女是否可以在城市公立学校入学， 这项制度既
为部分农民工子女提供了受教育机会， 同时也将
许多农民工子女排斥在外， 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
送到其他城市或者老家就学， 降低了他们对城市
的认同感。 此外，政府不仅要保障农民工子女基本
的受教育权利，还需要保证受教育的质量，使农民
工子女能够有机会到较好的学校接受初中、 高中
教育，这涉及教育公平问题，值得专门撰文进一步
探讨。
总体而言，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变量都具有统
计显著性， 但是本研究的发现依然可以表明社会
经济保障是促进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在
理论层面，从市民权的角度来看，由于户籍制度的
作用，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完整的市民权，而是受
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歧视。 不管是参加职业培训、拥
有住房产权和良好的居住设施， 还是子女可以在
公办学校接受教育， 这都体现了农民工的市民权
不断得到实现， 这势必可以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
同。 基于社会流动的角度，对于农民工本人或者其
子女而言，参加职业培训、拥有良好的居住设施以
及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
径和手段。 王春光早在 2001 年就提出农民工在制
度、日常生活和行动以及社会心理方面呈现出“半
城市化”状态[2]。 虽然我国政府不断采取措施促进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但是近年来的一系列社会调
查数据和科学研究的结果均发现， 农民工对于本
地人身份的认同感普遍较低， 并不把自己视为城
市一员[1][19]。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社会政策仍然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
现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表明，未来的社会
政策在职业培训、居住空间以及基础教育等方面，
均有较大的提升和创新空间， 从而不断增加社会
政策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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